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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构成分析与取向调适：
基于大都市发展转型的背景
　
易承志

摘　要：大都市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根本上解决大都市发展中面临的问
题要求推进大都市发展转型。大都市发展转型既要求大都市政府治理保持较高的绩效，

也要求这种较高的绩效是与大都市发展新模式的要求相适应的绩效。要满足大都市发展

转型的要求，就需要厘清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内涵和构成并分析适应大都市发展转型

需要的政府治理绩效取向。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主要表现为绩效价值结构、内容结构和

驱动结构三个方面，其绩效取向的调适也需要从上述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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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大都市是指“具备一定人口规模（不少于２００万人），由具有行政统属关系的一系列地

方政府所组成的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的大城市”（易承志，

２００９：２９）。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下，一部分大城市日益成长为大都市。

“城市化的迅猛推进，既给我国大都市的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动力，也使得其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易承志，２０１３ａ：７８８４），给不少大都市带来了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宅紧张、就业困

难、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对此，有研究者甚至作出了“‘大都市’已不适用于界定和表述

中国大城市”的判断（刘士林，２０１２：３０３１）。然而，用其他概念取代大都市概念并不能消除大

都市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是与大都市传统发展模式相伴而生的。大都市传

统发展模式是一种以效率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主要强调通过人口、土地规模扩张和资源要

素投入来促进城市的发展，要求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产出速度，或以既定的劳动或物质消

耗增加产出数量，而对这种产出是否符合社会公众或个体公民的需要则较少考虑。这种

传统的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都市的发展历程中较为常见。应该承认，在大都

市成长的初始阶段，传统发展模式对于形成和扩大大都市的聚集效应曾经发挥过积极的

作用。以上判断得到了一些大都市发展数据的支持。以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大都市为

例，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１年，三者的生产总值总体上都经历了一个持续快速的增长，年均增

长率分别达到１０．５％、１０．４％和１３．９％，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１０．０％（易承志，２０１４：５９

６５）。然而，传统发展模式对效率的偏重及对发展质量和人本身需要的忽略也决定了其积

极效应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一限度，外延型发展模式所固有的消极作用就会超过积极效

应”（易承志，２０１３ｂ：３６３９），并带来各种大都市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当代中国

大都市正在进行由传统外延增长式的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型的实践。以上海为例，经过

３０多年的快速发展，上海的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资源、环境、机制等瓶颈和障碍因素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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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传统外延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面对形势的变化，上海强调“以创新驱动发展，在发展中加快转型，

在转型中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推进大都市的发展转型，并且取得了明显成效，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逐步提升（曹继军、颜维琦，２０１２）。大都市发展模式转型对政府治理绩效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

求大都市政府治理保持较高的绩效，以平稳推动大都市发展模式转型；二是要求这种较高的绩效是与大

都市发展新模式的要求相适应的绩效。要达到上述目的，就需要厘清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内涵和构

成并分析适应大都市发展转型需要的政府治理绩效取向。

二、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内涵

绩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这个概念源于经济学，用来描述经济活动的有效性，主要以投入产出关系来衡

量。当绩效从经济学应用到政府领域时，这一概念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政府必须考虑绩效的政治和社

会意义，而不仅仅是经济学上的投入产出关系。政府目标的多元性、对象的广泛性、产出的无形性和间

接性等因素使得政府绩效成为一个很难厘清的概念。美国绩效评估专家哈瑞·Ｐ·哈特瑞（ＨａｒｒｙＰ．

Ｈａｔｒｙ）指出，“效率与有效性是政府绩效评估的核心，它们相互依赖。如果以牺牲公共服务质量为代价

来降低单位产出的成本（效率），或者提高单位投入获得产出（生产力），这种效率的提高实际上扭曲了政

府绩效的真正内涵”（Ｈａｔｒｙ，１９７７：４）。实际上，政府绩效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正因为如此，研究者对政

府绩效提出了各自的界定方式。例如，有研究者强调绩效结果和政府目标的关联性，认为政府绩效是指

与所追求的目标相关的活动的结果，其目标在于提高政府实现其目标的程度（Ｃｕｒｒｉｓｔｉｏｎｅ，２００５：１２７１５１）。也

有研究者强调绩效结果与政府能力的相关性，认为政府绩效指政府在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中的效率、效果、

效益和效能，是政府在行使其职能、实施其意志的过程中体现出的管理和服务能力（陈振明，２００３：２７３）。

政府绩效是通过对政府活动的有效性进行衡量而得出，离开了政府的活动，就无所谓政府绩效。而

政府活动实际上是政府职能的履行过程。有研究者从利益的角度将政府职能分为政治职能和社会职

能，其中政治职能要实现的是阶级利益，社会职能要实现的是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视角的政府职能包

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政府应该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己任，通过公共利益可以界定政府公共职能的基本

内容；另一方面，从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来看，政府不是公益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它应该在公共利益的实

现机制中承担‘掌舵’的角色”（麻宝斌，２００４：８６９２）。上述界定令人信服地区分了政府职能的构成、目标及

实现机制，有利于更为深入准确地认识政府职能的本质内涵。我们认同这一界定，将政府职能分为政治

职能和社会职能两类，而政府绩效主要针对的是政府社会职能的履行情况。从社会职能来看，“政府的

产生是社会的需要，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和保障公共利益，政府必须负责维持公共秩序，提供公益产品，

维护公共利益”（麻宝斌，２００４：８６９２）。但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政府已经没有能力独自承担提

供公益产品，解决公共问题，维护公共利益的重任，而是必须与包括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内

的其他主体一起合作提供公益产品，解决公共问题和维护公共利益。这就要求从传统的政府管理向现

代政府治理的转型。严格来讲，政府绩效衡量的就是政府治理的有效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研究者

认为，地方政府治理绩效是指各级地方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和

效益（倪星，２００７：９２９８）。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谈到的政府绩效是指政府治理绩效。结合上述观点，政府

治理绩效可以界定为政府在与各种组织和个人合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解决社会公共问

题、促进社会公共利益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和效果。作为一定区域范围内发挥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功能的大城市，大都市是政府治理的特定空间，政府治理绩效的概念在大都市这一空间内也是适应

的。因而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可以界定为政府在与各种组织和个人在大都市范围内合作管理社会公共

事务、提供公共产品、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促进社会公共利益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和效果。

三、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构成分析

当前，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迅猛推进，越来越多的城市已经成长为大都市，在特定区域（地区、国家、国

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具有较高影响力，大都市政府治理也取得了显著的绩效。大都市政府治理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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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可以从价值取向、主要内容和驱动力量等方面表现出来，并形成了由上述三个层次构成的绩效结构。

（一）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价值结构

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价值结构描述的是大都市政府治理的价值取向和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价

值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命题，也是理解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范畴。价值结构是指行为主体价

值取向或目标的构成状况。有研究者从公共政策的视角出发，对价值结构进行了分析，将政策文本中的

价值分为反映物质层面的实体价值（包括经济、权力、知识、技术、福利等价值）和精神层面的符号价值

（包括专有称谓、名誉、意识形态、规划目标等），认为“对政策文本价值分析的一个基本目的是要了解不

同种类的价值在单一文本和文本体系中的构成情况，即价值系统的结构，以便从一种系统和结构的角

度，观察权威部门是如何在特定的情景下控制不同甚至是矛盾性的价值以及这种控制本身所体现出的

价值观”（涂端午，２０１０：６１３）。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价值结构是大都市政府治理所要实现的绩效价值

取向或目标。由于大都市政府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履行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职能，其

治理要实现的绩效价值取向或目标也是多样的，但其核心价值取向或目标包括效率和公平两个层次。

效率关注的是投入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许多研究者多持有这一观点，例如，效率被研究者界定为

“是使用价值的出量对劳动工时的入量的比例”（康芒斯，１９９７：４１７），或“就衡量或评价的角度讲，是指产出

与投入的比率，反映的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或资源利用的有效程度”（王金柱，２００５：１６５１６６）。效率本来是

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将该概念借用到政府公共管理领域形成了政府效率的概念。研究者倾向于认为，

“政府效率是与效率、政府绩效关系密切的相对概念，是同级政府或不同级政府部门之间所耗费的成本

以及所产生的收益之间的相对比较”（唐天伟，２００９：４０）。从上述界定可以看出，效率或政府效率的实质是

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有效性。从效率角度上讲，如果既定的投入不能带来预期的产出或既定的产出消耗

了超出预期的投入，那么其政府治理的绩效就是不理想的。例如研究者在分析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绩效

时指出，“它们（政府）在公共教育上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是学生考试分数差和退学率几乎没有改观。它

们在警察和监狱上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是犯罪率继续上升”（奥斯本、盖布勒，１９９６：１２１）。反之，如果既定的

投入带来了预期的产出或者既定的产出没有消耗超出预期的投入，那么政府治理的绩效则是比较理想

的。对于前者，政府治理的产出消耗了超出预期的成本，可以称之为大都市政府治理的负绩效；而后者，

由于既定的投入获得预期或超出预期的产出，可以称之为大都市政府治理的正绩效。

公平是一个古老的概念，马克思对公平进行了集中的论述，区分了两种公平，一种是形式上的公平。

另一种是实质上的公平。马克思强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马克思恩格斯，１９９５ａ：１６），即人的本质的同一

性，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强调以劳动作为同一尺度的分配公平从历史发展角度而言具有的进步性，但又指

出这种公平只是一种形式的公平，“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马克思恩格斯，１９９５ｂ：３０４）。

马克思认为，以劳动作为统一度量标准，尽管具有形式上的公平性，但它忽略了劳动者的内在差别，“这

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

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

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

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

就只有从同一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

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马克思恩格斯，１９９５ｂ：３０５）。进而马克思认

为实质上的公平应该是考虑到劳动者个体及家庭差异，能够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需要和实现每一个人

全面发展的真正平等。马克思认为一方面形式公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其合理性，另一方面公平的

发展目标就是创造条件不断从形式公平向实质公平迈进。马克思主义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相结合的公

平观对国内研究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研究者从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组织与组织之间关系的层

面进行了分析，“在集体、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中，公平指相互间的给予与获取大致持平的平等互利，同

时还包含有对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时的一视同仁。在个人与社会集体之间的关系上，公平指个人

的劳动活动创造的社会效益与社会提供给个人的物质精神回报的平衡合理。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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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平指他们之间的对等互利和礼尚往来”（朱贻庭，２００２：４５）。在这样一种界定中，公平强调的主要是

一种人际交往或付出与回报间的对等关系。也有研究者认为，公平的论域在当前已经变为社会公平，即

社会制度在调配基本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方面做到平衡或一致，一种社会制度的公平衡量的是这种社会

制度符合社会的利益与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万斌、陈业欣，２０００：８７９４）。根据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可以得出，公平的实质是对人之为人的一致对待和对人的基本需要的同等满足。对

于政府治理的绩效价值取向，研究者多是从效率和公平相结合的视角进行分析的，如认为在履行政府职

能、提供公共服务、解决公共问题的政府治理过程中，政府的效率具有二元性，既追求以较少的人力、物

力、财力投入取得最大的社会经济产出，也追求社会公平，“政府效率虽然具有政府活动的投入产出比率

的一般效率的涵义，但它不但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数量标准，而且是社会学上的质量指标”（唐任伍、唐天伟，

２００４：１００１０６）。尽管上述分析谈的都是效率，但强调的分别是效率和公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效率

和公平是政府治理过程中处于不同层次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种价值取向。

作为政府治理在特定空间的表现形式，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在价值上也可以分为效率和公平两个

层次。其中，效率价值主要是对政府治理投入产出比率的关注，而对这种产出的质量如何以及能否满足

社会公众及每一个个体公民的需要，则不是很关注；与此相对，公平价值坚持以人为本，更为关注的是产

出的质量以及产出对社会公众及每一个个体公民需要的满足。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公平取向并不盲

目地反对效率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是可以和谐共处并且相互促进的，效率的提升

可以为公平价值的实现提供更好的物质基础，而公平的增进有利于大都市广大社会公众积极性的发挥

和社会关系的和谐，从而为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带来强劲动力。然而，超过一定限度，对效率的过于强调

会忽略进而妨碍公平价值的实现。在这种情境下，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公平取向则会将产出质量以

及社会公众和每一个个体公民需要的满足置于比效率更为优先的位置。

（二）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内容结构

对于政府治理绩效的内容，研究者有不同的意见，但总的来说可以区分为横向类别结构和纵向层次

结构两个方面的内容。

１．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横向类别结构

一些研究者将政府治理绩效区分为不同类别的绩效内容，不同类别的绩效并没有地位上的高低轻

重之分，这就形成了政府治理绩效的横向类别结构。有研究者认为政府治理绩效包括经济绩效、社会绩

效和政治绩效。经济绩效是指政府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社会绩效是指政府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

能力，政治绩效是指政府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能力（臧乃康，２００４：１４１１４７）。还有研究者强调政府治

理绩效包括国民经济、人民生活、科教文卫、生态环境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倪星、余凯，２００４：８４９２）。上述研

究者都根据一定的标准界定了政府治理绩效的横向类别结构，不同的横向类别结构各有其侧重点。本

文认为，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对政府治理绩效进行分析不仅简洁明了，而且也能够较好地反映政府

治理主体在不同领域的绩效状况，因而本文更倾向于从上述视角来界定政府治理绩效的横向类别结构，

认为政府治理绩效的横向类别包括经济绩效、政治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大都市作为特定国家的

地方行政领域，其政府治理绩效的横向类别同样可以分为上述几个方面，其中，经济绩效是指大都市政

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以及经济发展的质量，政治绩效是指大都市政治制度安排

和制度创新的能力及质量，社会绩效是指大都市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能力以及社

会发展的质量，生态绩效是指大都市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促进生态环境发展的能力以及生态环境质量。

２．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纵向层次结构

政府治理绩效是政府治理职能实际履行情况和治理目标实现情况的动态反映。政府治理职能是由

各方面具体内容构成的复杂整体，政府治理所要实现的目标也是复杂多样的，而政府治理所取得的绩效

就是各方面具体治理职能履行情况和具体治理目标落实情况的总体反映，体现为一个总体绩效，而总体

绩效又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具体领域的绩效，上述各个领域的绩效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各个

具体方面的绩效。就此而言，政府治理绩效可以分为总体绩效、领域绩效和指标绩效三个层次。针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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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治理绩效的层次特征，研究者在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政府治理绩效时也构建了三层次的评估指标体

系（彭国甫等，２００４：１３６１３９）。作为政府治理在特殊空间的表现形式，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纵向层次结

构也同样表现为总体绩效、领域绩效和指标绩效三个层次。

（三）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驱动结构

政府治理绩效的驱动结构是指促使政府治理绩效得以实现的动力因素的总和。政府治理绩效是在

一定的动力因素的作用下实现的，离开了动力因素的作用，政府治理绩效就难以取得。实现政府治理绩

效的动力因素包括外延与内涵、权力与责任、管制与服务等方面，不同时空背景下政府治理绩效的驱动

因素也往往是不同的，而且这些动力因素构成了区别不同政府治理体系及其运行绩效的核心内容。大

都市同样如此，其政府治理绩效的动力因素包括外延与内涵、权力与责任、管制与服务等方面。外延主

图１　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结构示意图

要强调的是政府投入的规模和数量，而内涵则主要强调的

是政府投入的效益和质量。这些动力因素的分布就构成了

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驱动结构。

实际上，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价值结构、内容结构和

驱动结构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价值结构会体现在内容结

构中并受到驱动结构的支持，而既定的驱动结构也会制约

内容结构和价值结构的更新（见图１）。

四、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发展取向

大都市政府治理的绩效取向需要适应特定大都市发展模式的要求。随着大都市发展模式的转型，

大都市政府治理的绩效取向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适。由于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体现为价值结构、内容

结构和驱动结构的统一体，因而，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取向的调适也从价值结构、内容结构和驱动结构

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大都市发展中政府治理绩效的价值取向

从价值上来讲，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效率和公平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效

率追求的是既定投入的产出最大化，涉及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公平追求的是对人的一致对待和基

本需要的同等满足，对人的一致对待强调的是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对人基本需要的同等满足强调的是

结果公平。作为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效率和公平在特定情况下甚至会发生一定的冲突，“虽然效率准

则规定稀缺资源应被用到其能产生最大纯收益的地方，但公平的目标则可能缓减这一目的，致使有利于

特别是非常贫穷的人群的设施得到发展”（奥斯特罗姆等，２０００：１３１）；另一方面，效率和公平两者又相互依

赖，相辅相成。其中，效率是公平的前提。效率为公平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没有效率，政府就没有足

够的能力去实现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或者说最多也只能实现一种低水平的平等。公平则是效率的目

标，为效率的实现提供了强劲动力。没有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的激励，效率就会因为动力不足而难以有

效提升。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效率和公平是政府需要同时推进的两种价值，“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责

任，不仅仅体现在能否有效实现自身的公共服务提供能力，也体现在能否有效实现公共服务在公民间提

供的公平和均等化”（吕炜、王伟同，２００８：５２６４）。但效率和公平在政府治理价值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是不同

的，而且两者的理想位置也与政府所处的具体情境有关。一般而言，效率是公平的前提，在社会物质生

产水平还比较低的时候，效率在政府治理价值结构中的地位可以更突出一些，然而公平是比效率更高一

层的价值，在价值结构中处于更为核心的位置，是效率的目标。随着社会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应该不

断凸显公平的位置，否则，效率就会因为背离了服务公平的初衷而失去意义。

在大都市传统外延式增长模式下，以效率为中心是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所持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

取向在当时基本适应了大都市外延式增长模式的要求，较好地实现了当时的政府治理目标，并且为大都

市发展模式转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然而，对效率的强调超过一定限度，不仅给大都市带来了一系

列的治理问题，而且也严重制约了公平价值的实现。因此，随着大都市由外延式增长模式向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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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转型，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价值取向也应该从效率中心转向更为重视公平。当前，大都市政府治

理绩效价值取向的重新调适已经成为一些大都市的实践。例如，上海将以人为本贯彻到大都市发展模

式转型的整个过程，强调促进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凸显公平的价值（曹继军、颜维琦，２０１２）。

（二）大都市发展中政府治理绩效的内容取向

在适应大都市传统外延式增长模式的过程中，政府治理绩效的横向类别结构和纵向层次结构都出

现了失衡的问题。前者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绩效过于受到重视，而政治绩效、社会绩效和生

态绩效受到的重视不够；二是经济的数量、速度等外延指标过于受到重视，而质量、效益等内涵指标受到

的重视不够。后者则主要表现为某些指标绩效和领域绩效过于受到重视，而另外一些指标绩效和领域

绩效受到的重视不够，最终影响了总体绩效的实现。实际上，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横向类别结构问题

和纵向层次结构问题是内在联系的，纵向层次结构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横向类别结构的失衡。

大都市内涵式发展新模式更为关注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社会公众和每一个个体公民需要的满足，

更为关注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各个领域的均衡发展。这就要求对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内容取向进

行调适。这种调适既包括横向类别结构的调适，也包括纵向层次结构的调适，但其关键是横向类别结构

的调适。在横向上，这种调适就是要改变过于重视经济绩效的传统取向，转而追求经济、政治、社会和生

态领域的均衡发展；在各个领域的内部，就是要改变过于重视外延绩效指标的传统取向，转而更为重视

内涵绩效指标。实际上，一些大都市已经在着手这一调适。例如，上海在大都市转型过程中强调绝不能

以牺牲环境和资源、积累社会矛盾为代价，求得一时的快速增长，而是力求实现各个领域的均衡与和谐

发展，为此加大对了社会保障和环境生态等领域的投入。单以住房保障为例，“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１年间，累

计开工建设和筹措各类保障房约５５００万平方米，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保障房、动迁安置

房‘四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曹继军、颜维琦，２０１２）。在纵向上，这种调适就是要改变过于重

视总体绩效的效率性这一传统取向，转而更为重视总体绩效的公平性。而这一总体绩效的转换关键还

是在于横向绩效结构的调适。

（三）大都市发展中政府治理绩效的动力取向

大都市政府治理体系是在一定动力因素的驱动下运行的，这些动力因素构成了大都市政府治理体

系运行绩效的驱动结构。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驱动结构由外延与内涵、权力与责任、管制与服务等方

面动力因素构成。在不同的大都市发展模式下，各动力因素在驱动结构中占据的位置也是不同的。因

为作为动力因素，外延、权力和管制更多关注的是产出效率，而内涵、权利和服务更为关注的是产出质量

以及社会公众和每个个体公民的需要的满足，从而这些动力因素更有利于新绩效目标的实现。

在大都市传统外延式增长模式下，主要的发展取向是效率取向，这一效率取向主要是由外延、权力

和管制等动力因素驱动的。随着大都市发展模式由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发展转型，大都市新的发展模

式更为注重人本身的价值，更为强调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社会公众和每一个个体公民需要的满足，更为

彰显的是绩效的公平性，这就需要由传统的外延、权力和管制驱动转向更为注重内涵、权利和服务驱动。

例如，当前一些大都市大力推行的放松规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战略就是上述动力取向转换的鲜明

体现。以上海为例，“从２００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上海共开展六次行政审批清理工作，共取消、调整

２２３７项行政审批事项”（黄安琪、叶锋，２０１３）。上海的上述实践积极推动了其大都市的转型发展进程，也从

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动力因素转换对促进大都市发展模式转型和实现新绩效目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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